
2025 年  第  41 卷  第  5 期
（总第  203 期）

Vol. 41 No. 5 2025
（Sum No. 203）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SOCIAL SCIENCE EDITION）

国际机制调解争端与地区安全合作
——以明斯克小组为例

马思睿 1， 杜耀宸 2， 刘 华 3*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2. 北师香港浸会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7；
3. 山西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明斯克小组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设立的国际多边调解机制。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立， 明斯克小组持续致

力于斡旋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主权争端。然而， 明斯克小组的调解努力始终未能促成两国达

成和平协议。明斯克小组陷入调解困境与多重因素有关： 其一， 机制内部的大国存在战略利益分歧， 且机制本身缺乏执行

力， 导致调解方案难以有效推进； 其二， 冲突双方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公众对妥协方案普遍抵触， 决策者难以承受政治

代价， 调解倡议缺乏落实基础； 其三， 历史仇怨与进攻性战略文化固化了双方对战争的认知， 降低了通过妥协实现和平的可

能性。这些因素共同揭示了国际调解机制在应对此类高烈度主权冲突时所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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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sk Group， established by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is a multilateral mediation mechanism tasked with resolving the sovereignty dispute betwe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over the Nagorno-Karabakh region.  Since its creation in the 1990s， the Group has made sustained 
efforts to promote dialogue but failed to facilitate a lasting peace agreement.  This paper argues the Group’s limited 
effectiveness resulted from three main factors.  First， major powers within the mechanism had divergent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the Group lacked enforcement capacity，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dvance negotiated solutions.  Second， 
strong nationalist sentiment in both countries led to widespread public opposition to compromise， leaving decision-
makers with little political space to act.  Third， historical animosities and offensive strategic cultures on both sides 
have entrenched a perception of war as inevitable， reducing the possibility of achieving peace through compromise.  
These factors together reveal the structural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mechanisms face when dealing with 
high-intensity sovereignty-based conflicts.

Key words： Armenia； Azerbaijan；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Minsk Group；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文章编号： 1673-1646（2025）05-0208-09

收稿日期： 2025-04-25
作者简介： 马思睿（1997−）， 男， 博士生， 从事专业： 国际关系。E⁃mail： masirui@ucass.edu.cn。

* 通信作者： 刘 华（1980−），男， 副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从事专业： 国际政治经济学。E⁃mail： hualiu@sxu.edu.cn。



（总第  203 期） 国际机制调解争端与地区安全合作（马思睿等）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 以下

简称“纳卡”）冲突是冷战后欧亚大陆持续时间最

长、 最复杂的地区争端之一。自 1991 年苏联解体

以来，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两国围绕纳卡地区的归

属问题爆发了多次武装冲突， 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

亡和经济损失， 也对周边地区的安全稳定形成了威

胁。为和平解决该争端， 国际社会曾寄希望于欧洲

安全与合作会议（以下简称“欧安会”， 欧洲安全与

合 作 组 织 的 前 身）下 设 的“ 明 斯 克 小 组 ”（Minsk 
Group）这一国际多边调解机制。然而， 明斯克小组

长达三十年的斡旋调解不仅未能有效促成两国达

成和平协议， 反而因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逐渐陷入停

摆的困境。为什么这一国际多边机制在调解纳卡

争端中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明斯克小组的失败

又能为我们理解国际冲突解决机制的局限性提供

哪些启发？本文将通过对纳卡冲突与明斯克小组

和平斡旋历程的分析， 探讨国际调解机制在实践中

表现出的不足与困境， 并尝试为“后明斯克时代”的

地区安全合作路径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新的

思考。

1　国际调解机制及其失败的理论解读

国际调解是当代国际冲突管理过程中应用最

广泛的一种非强制性干预方式。对于国际调解的

定义， 目前学界并无较大争议， 可以将其定义为： 
国际调解是一种通过第三方不具备强制力的斡旋， 
旨在促成冲突方沟通， 以协调与和解为主要目标的

和平手段。雅各布·伯科维奇和理查德·杰克逊在

《二十一世纪的冲突解决： 原则、 方法和途径》一书

中指出：“调解作为一种冲突解决方式， 起源于外交

传统。”［1］8 它强调第三方在不采用直接强制力的情

况下， “利用激励与威慑手段、 程序控制能力和资

源动员等手段， 来影响冲突双方行为与谈判进程”， 
其目标在于“在谈判各方立场之间寻求平衡， 促进

秩序的恢复”［1］8。凯尔·比尔兹利和内森·丹尼曼也

认为， 国际调解的主要特征包括非强制性、 中立性

和程序灵活性。调解是第三方在冲突管理中以非

暴力和无约束力的方式介入， 其核心功能不在于强

制解决方案， 而在于为冲突各方创造对话条件， 帮
助其在不诉诸武力或法律权威的前提下找到共同

利益基础［2］。

然而， 在实践过程中， 国际调解却时常不如其

在机制设计与理论功能上那样有效， 国际调解实践

中也屡屡出现调解失败的案例。因此， 学界围绕国

际调解机制的失败逐渐形成三种维度的解释路径， 
分别是机制内部的制度缺陷和一致性障碍、 冲突方

国内博弈和政治文化阻碍以及调解时机是否成熟。

首先， 从国际调解机制本身来看， 机制内部的

国家间博弈和利益冲突会对调解过程带来阻力。

一部分现实主义理论家认为： 国际调解并非中立的

技术工具， 而是大国通过制度平台谋求战略利益的

操控性行动的延伸。学者艾拉·威廉·扎特曼和萨

迪亚·图瓦尔通过对八个国际调解案例的分析后认

为： 在国际调解的过程中， 调解方的行为往往并非

出于道义或中立性原则， 而是时常考虑自身在国际

体系中的利益计算与权力布局， 以期达成有利于自

身的谈判结果， 因而将调解可以被视为一种“操控

性行动”的延伸［3］。正是因为调解者出于自身利益

进行调解活动， 因此会出现国际多边调解机制中多

个调解方因利益不一致而导致协调不力的情况。

例如， 切斯特·克罗克等人就提出， 缺乏共识的多

边调解机制容易陷入“赶猫困境”（Herding Cats）， 
即调解各方因在具体的议程、 立场与推进方式上的

分歧从而使调解过程低效甚至失败［4］4-5。法里德·

古利耶夫和安德里亚·高里奇则通过对国际调解机

制在纳卡冲突和乌东冲突中的比较分析后指出： 国
际调解机制内部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不一致、 组织能

力薄弱且缺乏法律赋权， 这都会导致国际调解机制

难以发挥其作用［5］。

其次， 除了国际机制本身的缺陷外， 冲突方内

部的政治结构、 社会生态以及政治文化亦是造成调

解失败的重要根源。斯蒂芬·斯特德曼在一项关于

内战调解的研究中指出， 在冲突环境中， 冲突方内

部常常存在破坏和平协议的强硬派、 民族主义者或

军事集团。这些群体可能因担忧和平协议削弱其

权力、 影响其利益分配或触及其身份认同， 从而采

取破坏性手段阻挠调解进程的推进［6］。在国际调解

实践中， 这类“内部破坏者”同样广泛存在， 构成对

第三方调解干预的一大挑战。与此同时， 冲突方的

政治文化特性也是影响国际调解实际有效性的重

要因素。雅各布·伯科维奇和奥勒·埃尔格斯特伦

指出， 调解方与冲突方之间若存在显著文化差异， 
尤其在政治制度、 宗教背景、 公民权利与地缘文化

上， 极易导致认知错位与沟通障碍， 削弱调解过程

的有效性。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文化维度的差

异不仅会影响调解方案的接受度， 还会影响调解是

否能够顺利进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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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第三类解释路径则认为国际调解机制需

要在特定的冲突局面下才能发挥其效力。艾拉·威

廉·扎特曼提出了国际冲突调解的“成熟理论”

（Ripeness Theory）， 该理论认为： 一个“互相伤害的

僵局”（Mutually Hurting Stalemate）的形成， 是调解

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调解机制之所以

能启动并进行下去， 是因为冲突各方同时意识到继

续战争的成本高于和平妥协的收益， 且又缺乏单方

面胜利的可能， 这意味着调解时机的“成熟”。如果

调解冲突的条件不成熟， 即便调解机制再完备也难

以发挥作用［8］。艾伦·库伯曼则在扎特曼“成熟理

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调解方可以在调解条件

不成熟时采用“强力调解”（Muscular Mediation）的
方式， 即运用制裁或军事干预等强制力量来推动冲

突方实现妥协。然而， 这种方式虽能通过外部压力

强行制造谈判窗口， 但也可能引发反弹和暴力升

级， 同时还会降低冲突方对调解方的信任度， 导致

调解失败［9］。

综上所述， 国际调解机制的失败往往并非单一因

素所致， 而是由权力博弈、 制度设计以及文化冲突等

多重维度的复杂交互所共同造成的复合型问题。首

先， 调解机制内部的战略分歧和利益冲突， 常常使机

制成员国的共同行动缺乏一致性与执行力， 并削弱其

有效性。其次， 冲突方国内的政治环境、 社会生态和

文化认知对调解方案的接受度产生了深刻影响， 使得

协议的落实充满阻力。此外， 冲突调解的“成熟理论”

揭示了国际调解的有效性依赖于冲突各方的主观认

知与客观条件的配合， 而非仅取决于调解机制本身的

设计与意愿。由此可见， 多边调解方的协调一致性、 
冲突方的国内博弈和政治文化以及国际调解的时机

共同构成了决定调解能否成功的条件框架， 制约着国

际调解进程的实际推进情况。

2　纳卡争端的由来与明斯克小组的调解

实践

2. 1　纳卡争端的历史根源

纳卡争端的历史根源可追溯至十九世纪沙皇

俄国在该地区采取的民族政策。1828 年， 沙俄在俄

伊战争中打败了波斯（伊朗）， 迫使波斯签署了《土

库曼恰伊条约》， 将纳卡地区割让给沙俄。沙俄政

府为了平衡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势力， 稳固在纳

卡地区的统治， 鼓励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迁入

纳卡地区， 亚美尼亚族逐渐成为了这一地区的多数

民族［10］。

1922年，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所在的外高加索联

邦通过《苏联成立条约》成为了苏联的一部分。1923年， 
由于亚阿双方在纳卡地区归属问题上存在分歧， 苏联

中央重新制定了划分纳卡地区归属的方案。根据苏

联的分割方案， 亚美尼亚人占 90% 以上的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自治州被确定为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领土［11］。由于苏联中央政府的权威， 这一决定

在当时并未在亚美尼亚引起强烈反弹， 但却为日后两

国矛盾不断升级埋下了伏笔。

亚阿双方对于纳卡地区归属的矛盾在苏联时

期是长期存在的， 只是由于苏联中央对民族问题的

严格管控而被暂时压制， 未能通过协商达成真正共

识。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才将长久以

来的民族矛盾彻底释放出发， 并为两国带来了绵延

数十年的战乱与冲突。1988 年， 纳卡地区的人民代

表苏维埃表决通过了并入亚美尼亚的决议。这一

结果导致了当地亚美尼亚族和阿塞拜疆族之间的

流血冲突， 虽然苏联中央采取了措施防止事态进一

步恶化［12］601-602， 但是并没有缓和两族间的对立情

绪。1991 年， 苏联中央放弃了继续在南高加索维持

秩序的打算， 并于当年秋天撤出了内务部队， 这一

事件造成的权力真空导致双方军事冲突风险迅速

上 升 ， 亚 阿 双 方 于 1992 年 爆 发 了 全 面 军 事 冲

突［13］159-183。由于苏联解体所造成的经济与政局双重

危机， 俄罗斯难以独力承担斡旋停火与推动和解的

全部责任， 遂同意多边机制介入［14］。

2. 2　明斯克小组在 1994 年至 2020 年间的调解

实践

在亚阿两国冲突持续的背景下， 欧洲安全与合

作会议于 1992 年 3 月提出设立一个持续的谈判平

台， 负责斡旋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停火， 以及

推动危机的和平解决［15］。

欧安会是冷战时期由苏联方面提出建立的， 旨
在协调东西欧关系并维护欧洲安全的国际会议机

制。欧安会成立于 1975 年， 此时正处于美苏缓和

阶段。苏联希望通过召开欧安会来保障二战后边

界的安全， 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

欧洲安全和人权等领域对苏联施加影响， 因此欧安

会成为了当时苏联同西方国家沟通的重要渠道［16］。

正因如此， 作为连接东西的重要国际安全机

制， 欧安会在纳卡争端这一严重危害欧洲安全的事

件上也试图发挥其作用。1992 年 3 月的欧安会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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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基增补会议上， 理事会提出应召开关于和平解决

纳卡问题的国际会议， 并成立专门的常设调解小组

调解双方以达成和平协议。1994 年， 明斯克小组正

式成立。同年，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俄罗斯的斡

旋下签署了《比什凯克协议》， 并由明斯克小组负责

下一步的和解谈判。

明斯克小组成员来自当事双方（亚美尼亚和阿

塞拜疆）、 共同主席国（美国、 俄罗斯和法国）， 以及

包括白俄罗斯、 意大利、 德国、 瑞典、 芬兰、 土耳其

在内的十一国。其中美国、 俄罗斯与法国三个大国

在小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被称为  “三驾马车”。

但是由于冲突双方在解决纳卡问题的方案上存在

根本分歧， 即阿塞拜疆坚持“领土完整”原则， 亚美

尼亚坚守“自决”立场， 因此双方很难通过调解达成

共识。1997 年 7 月， 明斯克小组提出了第一份关于

解决纳卡地区冲突的全面协议草案。这是一个试

图同时解决停火、 撤军、 难民返乡、 经济封锁以及

纳卡最终地位问题的“一揽子”方案。但这一计划

最终因亚美尼亚时任总统列翁·特尔-彼得罗相内阁

成员的反对而失败［17］238-240。

1997 年 12 月， 明斯克小组在“一揽子”方案失

败后又提出了“循序渐进”方案［18］。该方案设想通

过逐步实现停火、 撤军和开放公路、 铁路、 电力、 
通讯、 贸易和其他联系， 为后续谈判奠定基础， 起
初得到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原则接受。然而， 亚
美尼亚国内政治局势随即发生剧变。1998 年 2 月， 
支持该协议的总统特尔-彼得罗相在强烈的反对声

中辞职， 继任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则反对“循序渐

进”方案， 转而主张恢复“全面性”解决路径， 这使

得谈判再次陷入僵局［19］。

在 前 两 次 尝 试 失 败 后 ， 明 斯 克 小 组 又 于

1998 年 11 月提出了所谓“共同国家”方案， 即纳卡

地区名义上与阿塞拜疆属于一个国家， 实则成为一

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20］。  “共同国家”方案是明

斯克小组在此前和平计划失败后提出的一种创造

性尝试， 意图在形式上维持阿塞拜疆的国家统一， 
但实质上赋予纳卡地区高度自治地位［21］。这一安

排遭到阿塞拜疆的坚决反对， 原因在于其从形式和

实质上都可能为纳卡地区未来加入亚美尼亚铺平

道路， 因此该方案最终失败。

由于明斯克小组框架内的谈判长期无果， 冲突

双方多次拒绝明斯克小组的和平计划， 这导致各方

对 于 和 平 解 决 纳 卡 问 题 的 悲 观 情 绪 不 断 增 加 。

1999 年 4 月和 10 月， 两国总统先后在华盛顿和纳希

切万举行了两次正式会晤和谈判， 这也使外界对于

该协议能在同年 11 月的欧安组织伊斯坦布尔峰会

上正式签署充满期待［22］。然而， 在 10 月 27 日发生

的亚美尼亚议会枪击案中， 时任总理瓦兹根·萨尔

基相的突然遇害导致和平尝试又一次搁浅［23］。

2004 年， 亚阿两国又在明斯克小组框架内发起

了“布拉格进程”， 但由于双方存在严重分歧， 这一

谈判仍不能达成协议。此次谈判的主要分歧在于

如何处理拉钦和克尔巴扎尔两地的地位问题， 以及

纳卡地区人员流动问题［24］。由于双方分歧过大而

无法达成协议， “布拉格进程”最终被 2007 年的《马

德里原则》文件取代。

《马德里原则》最初由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

同主席国于 2007 年 11 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

的欧安组织部长级会议上提出， 供亚美尼亚和阿塞

拜疆双方外交部长讨论。这一协议的核心内容包

括亚美尼亚从纳卡地区周围的阿塞拜疆领土撤军、 
部署国际维和部队， 以及未来通过全民公投决定纳

卡地区的最终政治地位等。然而， 由于双方对于纳

卡地区最终地位问题存在根本分歧， 这一协议框架

仍未能达成共识。

2009 年， 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国又推动对《马

德里原则》进行了修订， 试图在纳卡问题的最终解

决上寻求更为务实可行的妥协方案。修订后的协

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将纳卡周边被亚美尼亚占

领的地区归还阿塞拜疆； 二是赋予纳卡临时法律地

位， 以确保其安全和自治； 三是建立一条连接亚美

尼亚与纳卡的专用走廊； 四是未来通过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公投或其他方式， 确定纳卡的最终法律地

位； 五是确保所有在冲突期间产生的流离失所者和

难民均有权返回原居住地； 六是部署国际维和行

动， 以提供安全保障［25］。由于亚美尼亚坚持强调纳

卡居民的民族自决权， 而阿塞拜疆坚持其领土完整

与主权不可侵犯原则， 双方立场难以调和， 导致谈

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2009 年后， 尽管明斯克小组仍然是解决纳卡冲

突的官方多边框架， 但其实际功能发挥较为有限。

共同主席国曾多次推动亚阿双方高层举行会晤， 如
2011 年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峰会。然而， 由于双方

在纳卡最终地位问题上始终立场尖锐对立， 谈判并

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26］。与此同时， 亚阿边界冲

突依然存在， 尤其是 2016 年 4 月发生的军事冲突， 
进一步凸显出明斯克小组机制的局限性： 冲突期

间， 明斯克小组的作用更多体现为维持沟通渠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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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联合声明， 在停火事项上的效果较为有限。

2. 3　2020年冲突后纳卡争端的走向

 2020 年 9 月 27 日，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围绕纳

卡归属问题再次爆发军事冲突。最终， 双方在俄罗

斯斡旋下于 11 月 9 日达成停火协议。根据停火条

款， 阿塞拜疆收复了纳卡及其周边的大部分失地， 
并由约 2 000 名俄罗斯维和人员部署于纳卡主要公

路及拉钦走廊沿线［27］。俄罗斯的维和行动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了维持局势的作用。

2023 年 9 月 19 日， 阿塞拜疆发起  “反恐行动”， 
迅速击溃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族武装力量， 仅
24 小时便迫使纳卡当局（阿尔察赫共和国）宣布投

降， 并全面控制了纳卡地区［28］， 随后， 纳卡当局宣

布将在 2024 年 1 月 1 日正式解散所有“国家”机构， 
阿塞拜疆重新获得了对纳卡全境的实际控制权。

此次军事行动事实上终结了延续逾三十年的纳卡

主权争端， 也标志着阿塞拜疆通过武力实现了其恢

复国家主权完整的目标。但是， 冲突的终结并不等

于两国和两族矛盾的根除。战乱造成的两国居民

大规模流离失所、 财产损失和人道主义困境， 加之

亚美尼亚国内高涨的复仇情绪与反政府声浪， 仍然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虽然早在 2023年 5月， 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

希尼扬就已经明显调整了外交立场， 正式承认纳卡地

区属于阿塞拜疆领土主权范围， 并表达了在尊重阿塞

拜疆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推动签署和平协议的意愿［29］， 
但是这一转变并没有阻止 9月军事冲突的再度爆发。

阿塞拜疆方面在军事胜利后， 采取了更为自信和强硬

的外交姿态： 一方面， 阿塞拜疆政府宣称纳卡问题已

“彻底解决”， 拒绝任何重新讨论其地位的建议； 另一

方面， 明确要求亚美尼亚修改其宪法中对纳卡地区的

领土主张［30］。

尽管仍存在一定分歧， 但双方均表现出结束敌

对状态的政治意愿。2023 年 12 月， 亚阿两国发表

联合声明， 重申有意在相互承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基础上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签署和平协议［31］。

随后， 两国和平谈判持续稳步推进， 两国政府于

2025 年 3 月宣布已对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协议草

案文本达成共识， 且已完成所有条款谈判并将择机

签署［32］。

未来纳卡地区的局势将取决于和平协议的落

实效果以及双边关系的具体演进。如果协议得以

顺利签署并执行， 亚阿两国则有可能迎来久违的稳

定局面。一方面，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将在法理上

正式结束交战状态， 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相互承

认主权和边界， 为日后两国和平共处建立制度性保

障。协议内容还包括撤销在国际法院对彼此提起

的法律诉讼， 并承诺不在共同边境部署任何第三方

军事力量。另一方面， 区域交通与经济合作亦被提

上议程［33］。如果双方能在开放通道议题上达成共

识， 将有利于阿塞拜疆东西领土的互联， 也有可能

使亚美尼亚受益于过境经济并融入区域物流网络。

如能落实， 上述举措将显著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水

平， 突破因长期封锁和敌对造成的发展瓶颈。

尽管和平前景日益明晰， 真正的和解仍面临重

重挑战。目前拟定的和平协议仅聚焦国家关系层

面的正常化， 未提出有关战后正义、 流离失所者权

利保障或民族和解机制的具体方式［33］。纳卡地区

亚美尼亚族群的大规模流散、 历史创伤与复仇主义

如何处理， 仍将是一个长久困扰两国的问题。一旦

出现新的摩擦， 如交通运输走廊控制权争议或边境

小规模冲突， 可能仍需强有力的外部力量介入来阻

止局势恶化。因此， 尽管纳卡冲突已经实现了由军

事热战向和平谈判的过渡， 但实现真正持久的和平

与民族和解仍需时间、 政治智慧与制度建设的持续

投入。因此， 在未来， 南高加索国家有望实现和平

稳定并逐步摆脱对外部安全保障的过度依赖， 但长

期冲突带来的社会问题与心理创伤仍将影响该地

区政治生态和社会发展。

3　明斯克小组在纳卡调解中失败的原因分析

明斯克小组作为欧安组织框架下调解纳卡冲突

的主要国际机制， 运作长达三十多年却未能阻止亚阿

两国武装冲突的再度爆发， 其失败反映了国际调解机

制在某些条件下的局限性。综合来看， 导致明斯克小

组调解失败的关键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 1　机制内大国的利益分歧以及机制职责与能力

的不匹配

明斯克小组由美、 俄、 法三国共同主导， 包括

冲突双方和其他六个成员国， 这种组织设计虽然囊

括了美俄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大国， 意在提供相对公

正和可靠的斡旋， 但也使内部协调极为困难。冷战

后， 由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战略

利益存在分歧： 西方国家一定程度上出于历史、 文
化等因素考量， 更同情亚美尼亚［34］， 俄罗斯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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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苏联空间”内的南高加索国家为其势力范围， 十
分警惕北约势力介入； 同时， 俄罗斯希望对冲突双

方都保持其影响力， 不愿对任何一方表现出明显偏

袒， 倾向于维持现状［35］。因此， 大国间的博弈使明

斯克小组常常难以就关键方案形成统一意见。例

如， 在纳卡最终地位问题上， 西方国家更倾向于考

虑当地民族自决诉求， 而俄罗斯更倾向于维持现

状、 逐步谈判， 以确保自身调控空间。这种利益的

不协调， 导致明斯克小组框架内提出的调解方案往

往顾此失彼， 难以同时被各大国和冲突双方接受。

尤其是在亚阿两国冲突加剧时， 大国还可能会脱离

多边框架， 各自采取单边行动介入， 削弱多边机制

的权威性。比如， 2020 年战事再起后， 美法呼吁停

火但并未取得明显效果， 最终还是由俄罗斯单独出

面斡旋停火［36］。这表明当大国难以协调共同行动

时， 国际机制很难发挥应有的多边调解功能。

欧安组织作为一个国际安全合作组织， 其自身

权威和资源也较为有限。欧安组织的决策实行协

商一致原则， 其决议在政治上具有约束力但不具备

任何强制力［37］。这一制度特征意味着即便明斯克

小组促成了双方协议， 也缺乏强制执行力保障履

约。1997 年， 明斯克小组提出的“循序渐进”解决方

案虽一度获得亚阿两国政府认可， 但因亚美尼亚国

内政治变动而未能落实， 缺乏强制力的外部机制难

以保证参与各方信守承诺。缺乏硬性执行力使国

际调解停留在倡议和劝说层面， 一旦冲突方出现毁

约或内部政局变化， 先前谈判成果便可能前功尽

弃。欧安组织既无法以军事手段直接介入， 也没有

经济制裁等硬手段辅助， 其作用更多是提供对话平

台和斡旋建议。这种机制能力与所要解决的高烈

度冲突极不匹配， 必然无法达到预期的调解效果。

明斯克小组多年努力未果， 反映出一个无强制力的

多边机制难以解决主权与领土等核心利益冲突的

困境。

2022 年俄乌冲突以来， 俄罗斯、 欧盟和美国都

开始跳出明斯克小组框架对冲突双方施加影响， 导
致该小组事实上名存实亡。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

扬承认， 自 2022 年以来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国已

不再互动， “该机制实际上已不复存在”［38］。阿塞拜

疆总统阿利耶夫也在 2024 年初公开呼吁正式解散

明斯克小组， 他认为由于纳卡问题已经彻底解决， 
因此明斯克小组已经“不再被需要”［39］。这标志着

这一运行了三十余年的国际调解机制终因大国博

弈态势和地区权力格局的双重变革而走向解体。

3. 2　冲突方受国内政治与激进民族主义的制约

除了外部因素， 纳卡问题久拖不决更与亚阿两

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密不可分。民族主义在亚阿两

国皆是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在因素， 明斯克小组

的调解实践缺乏进展的一个核心原因正是双方国

内舆论环境对妥协方案的强烈抵制。

在亚美尼亚， 纳卡地区被视作民族自豪和历史

伤痛交织的象征。自独立以来， 几乎所有亚美尼亚

主要政党都持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 将确保纳卡地

区的“解放”视为国家使命的一部分。历届政府若

在纳卡问题上表现出让步迹象， 便会被反对派和社

会舆论指责为“出卖民族利益”。可以说， 国内民族

主义情绪使亚美尼亚领导人几乎没有政治空间去

做出实质让步。即便 2020 年军事失利后， 帕希尼

扬政府试图接受现实、 推动和解， 也招致国内强烈

反对和抗议［40］。

阿塞拜疆同样存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由

于阿塞拜疆社会长期把纳卡问题视为合法领土被

亚美尼亚占领的“国耻”， 因此，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

中任何对敌国的让步都会被斥为“民族叛徒”行为。

事实证明， 阿塞拜疆在军事实力增强后， 更倾向于

用“正义的反击”来夺回领土， 而非在谈判桌上进行

协商。这种强硬立场在国内受到大众支持并强化

了执政当局的合法性。因此， 在明斯克小组框架

下， 无论提出何种妥协方案， 亚阿双方领导人都缺

乏足够的政治意愿去推动落实， 因为这可能触发国

内民族主义反弹， 危及自身执政地位。在民族主义

长期高涨的环境下， 在纳卡问题上的任何妥协都面

临巨大的国内政治代价， 国际调解要求的让步与妥

协在国内政治逻辑上行不通［41］。

需要注意的是， 2020 年后的新形势下， 双方国

内政治也在发生变化。亚美尼亚社会虽仍弥漫着

对失去纳卡的不甘和愤懑， 但现实压力使一部分民

众支持政府的和平方针， 希望聚焦国内改革和经济

发展［42］。而在阿塞拜疆， 军事胜利带来的民族自豪

感得到了加强， 政府也进一步巩固了其执政的有效

性和合法性， 政局相对稳定。尽管如此， 大众情绪

对和平进程的制约依然存在， 两国领导人仍需在国

内强硬派与务实派之间寻求平衡。

3. 3　两国间的历史仇怨与进攻性战略文化

纳卡冲突并非单纯的现实利益之争， 更掺杂了

深刻的历史记忆和族群仇恨， 使得冲突呈现“世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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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南高加索地区处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

明的交界地带， 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都经历过

被对方残杀的惨痛历史， 如亚美尼亚人记忆中的哈

米德大屠杀和阿塞拜疆人记忆中的霍贾利大屠杀。

这些历史伤痕不断被民族主义话语唤起， 强化了双

方的敌意与仇恨  。几十年的冲突交织又累积了无

数新的仇恨， 形成了典型的“以仇报怨”循环。美国

学者亨廷顿曾以纳卡冲突为例提出“文明断层线冲

突”概念， 指出文明交汇地区的冲突往往更持久且

激烈［43］227-229。纳卡地区过去三十年的激烈冲突正印

证了这一点： 两个国家间的矛盾根植于民族身份认

同的对立， 涉及彼此视为核心领土的争夺， 因此难

以轻易地通过理性谈判来解决。在这种背景下， 任
何调解倡议只要触及一方被视为神圣不可让渡的

利益， 便极易遭到强烈抵制甚至暴力反扑。

伴随历史仇怨的是冲突双方业已形成的进攻

性战略文化倾向。正如加拿大学者江忆恩在其战

略文化理论中所言：“战略文化决定了国家对于战

争与和平的认识， 塑造了国家的战略偏好， 进而决

定了国家的战略行为。”［44］ 在长期武装对峙和零和

博弈的影响下， 冲突双方往往形成了“只能用武力

与对方互动”的认知框架， 这种框架进一步固化了

通过先发制人和军事决胜手段保障国家安全的战

略偏好。因此， 国家安全观念在此情况下趋向于对

彻底打垮对手的依赖， 而非建立互信与长期均势。

亚阿双方均认为对方充满进攻性， 妥协只会换来永

久的损失， 因此更相信武力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手

段。这体现在： 阿塞拜疆始终将重建军备、 收复失

地作为国家战略目标， 而亚美尼亚则在失衡的军力

对比下寄希望于外部力量介入以阻止阿方进攻， 而
非主动让步。这种相互敌视、 习惯于以武力代替协

商的战略文化， 导致双方很难回到谈判桌上平等协

商， 因为协商即承认对手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权益， 
这在心理和战略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因此， 明斯克

小组倡导的理性谈判在这样敌意深重的氛围下收

效甚微， 双方不仅缺乏通过妥协实现共赢的信念， 
甚至都在准备着通过下一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来彻底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 明斯克小组调解失灵并非偶然， 它
揭示了国际机制在应对某些类型冲突时的局限性： 
当组织内大国缺乏共同行动意愿、 冲突方国内舆论

强烈反对妥协且彼此陷入“零和对抗”的战略文化

时， 即使是经过周密设计的国际调解机制也在现实

中难以奏效。明斯克小组的经验表明， 国际机制绝

非万能， 其在主权与安全等高度敏感的问题上存在

功能上限。当冲突各方尚未真正反思教训或权力

对比尚未出现决定性变化时， 谈判调解往往难以撼

动既有僵局。经过三十余年的多边调解努力后， 最
终使冲突暂告终结的， 并非明斯克小组框架下的谈

判成果， 而是军事力量对比的决定性变化。这也促

使我们反思国际机制在维护地区和平中的实际作

用边界， 并认识到某些冲突的解决可能需要超越既

有机制的新路径。

4　结　语

明斯克小组调解纳卡冲突的历史表明， 国际机

制在应对复杂领土争端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由

于大国博弈、 民族主义和战略文化等因素相互叠

加， 这一机制始终难以实现其本身期望的协调效

果， 直至最终被又一轮军事行动所取代。然而， 明
斯克小组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国际机制一无是处。

相反， 它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并反思国际机制发挥效

能的必要条件， 重新思考如何改进多边调解机制以

适应不同形势。

纳卡地区的剧变充分说明： 虽然从实然角度出

发， 冲突解决的现实路径可以是多元的， 既可能来

自谈判桌上的妥协与让步， 也可能由战场上的胜负

决定。但是， 从应然角度出发， 相互尊重前提下的

平等谈判所带来的和平则更有益于地区稳定、 民族

和解与经济发展。因此， 对于国际社会而言， 更重

要的是汲取教训， 在未来的类似争端中营造更有利

于谈判解决的国际条件， 包括促成有关各方共同的

政治意愿、 降低极端民族主义影响、 缓和仇恨与不

信任氛围。当这些基础逐步具备时， 国际机制才能

更好地发挥协调利益、 解决争端的应有作用。否

则， 明斯克小组的失败还将一再重演， 不仅耗费大

量的人力与时间成本， 更无法阻止冲突的反复和无

辜平民的死伤， 造成更多的历史悲剧。

随着硝烟散去， 我们既要对这一案例进行总结

与反思， 也需要继续关注南高加索地区在“后明斯

克时代”如何保持长久和平。希望各国可以探索出

更加公正、 有效的地区安全合作体系， 从而将饱受

战火摧残的人民带入稳定与繁荣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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